【如正式引用，须自行核实】
赖畴副教授的口述校史

学生记者  陈宝玲  苏妙珠  冯梅瑰

一、采访时间

2009年9月27日
二、采访地点
赖畴副教授家
    三、人物简介

    赖畴，1936年12月生，广东大埔县人。1964年毕业于我校6年制本科。主任医师。我校文献教研室原副主任。从医从教30多年，参加筹办我校文献专业本科班。主要专业方向是中医文献研究、中医病症名称史料及规范。承担科研课题有“《脉经》整理研究”、“张子和医书整理研究”、“刘渊《医学纂要》整理研究”等。出版著作有《中医病理》（主编）、《医学纂要》（主校）、《子和医集》（副主编）、《脉率校注》、《脉经语译》、《忡国老年医学》等。发表论文18篇。主要学术思想观点：①中医学形成，一开始就摆脱了“生物医学”模式的局限性，整体观医学模式是中医学术方法的灵魂；②传统中医临床优势主要表现的扶正祛邪、抚工御邪，长于治疗与机能低下有关的急、慢性疾病；③对脾、肾的病理生理应尤为重视，脾气运则血气旺，肾气足则津升；④用药不在味多，而在力专，把握病机，重点突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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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：教授，您好！教授是在1964年毕业于我校6年制本科的，那时候我校叫广州中医学院，中医学院刚刚起步，当时学校在医学界地位是怎样的？
教授：当时刚刚成立起来，谈不上什么。我是第三届，1958年进来的。1956年办的，1956年前是叫中医专科学校，是在这个基础上办了中医学院。中医学院办的当时全国是4间，广州一间，北京一间，上海一间，成都一间；后来再加上南京，这样就5间。在中医界来说，那当然是有影响了，对不对啊？在整个医学院校来说，那是很谈不上的，中医本来没有大学的，你突然冒出一个大学出来。
记者：那为什么后来就改成中医学院？
教授：中医学院，那是周恩来，周总理提出来的，说改名成中医学院的影响，开始全国怎么评价这影响呢：新生事物。只能那样讲，你说在整个医学院校里，后边的路怎么走，谁也不知道。但是周恩来提出来了，是这样的帮它改名。刚刚开始不久，不是很大的，第一届是有2个班，好像。一个班是三四十个人，第一二届是两个班，我们那一届就多了，4个班，总的加起来到我进学校那个时候不就几百人。那跟你们现在比，比不上你们现在一个专业。那个时候社会条件，学习条件跟你们没得比，没得比的。
记者：那时候的住宿楼是几层，是怎样的？
教授：一个房间住3、4个人，4个人上下床，又或者是6个人上下床，厕所，卫生间都是公共的，条件那是点那个灯泡，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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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什么空调啊，那空调名字还没听过呢（笑），是不是啊。那个时候进来，我们也感到自豪，为什么呢，前边没有中医大学，现在有个中医大学出来，起码正式很多。
记者：那您那时候为什么报考中医学院呢？
教授：这个原因是有段故事的。高考前，我患了黄疸病。那个时候我对这个病什么都不知道，现在来说应该是阳黄吧。黄，疲倦得不得了，就去西医那边吊吊针，可有一些人说，你不要，你很危险啊，同学老师也都没有一些办法。后来，一个老中医给我看病，开了几包药吃，很快就退了。这给我一个印象就是，在人家讲这个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，那个老中医开几包药给我吃就退啦，可见，中医还是很有用的。农村对中医不会有什么排斥性的见解，不会的。第二次那是我自己很紧张，吃那个农村自己种的豆啊，当粮食吃啊。肚子拉的不得了，现在来说知道是脱水，以前不知道什么是脱水，消瘦，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好条件啊，能随便叫医生来看病啊。我就自己跑路去找中医看，跑到解放南那么远，那时候还没汽车啊。哎呀，来回一天，一个人陪着我，边走边休息，就为了那两包药。
记者：记不记得那两包药是什么药啊？
教授：不记得，不记得了（笑）。这两件是我自己的事。我就觉得中医很起作用，能帮我解决问题。那做医生就是解决问题的，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西医的东西，西医的开刀啊，剖腹产啊，胃手术啊，那时看来就很了不起，刚解放没多久，1957年嘛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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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的医疗条件差。所以在农村呢，病了就抓一包草药吃，就这么过来的。我爸爸也拼命鼓励我学医。他是站在什么角度呢，做医生出去人家不会瞧不起你。只有人家求你，你不需要专门去求人家。做官的人家也求你，但是出去人家就怕他。做医生人家是求他，敬重他。他老人家就是那样想的，站在这个角度。所以爸爸鼓励我，自己也有这个经历，我就考了中医学院。不是说中医学院没有西医院名气大，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管什么名气。当时我是可以考上名校的，但报志愿的时候，我报了广州中医学院，我的很多同学报的是中山医啊。他们问我报中医干嘛，中山医是有名气的，中医学院你干嘛考这个，老古董（笑），他们不理解。
记者：当时您在学校有参加什么社团、活动之类吗？例如有什么兴趣之类的。
教授：射击。
记者：有参加什么比赛之类的，我们学校当时有什么队伍？
教授：当时有舢板队、射击队。我们学校都有得奖的。
记者：请问教授大学毕业时，是怎样庆祝的？
教授：没什么特别的。当时就一班人去爬白云山。那是白云山很难爬到山顶的，很多人都半途就下山了。
记者：您从医这么多年，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？
教授：食物中毒，一大片，四五十个人，可能是化肥——亚硝酸盐中毒。那个时候搞“四清”，阶级斗争，观念很浓，四清工作队很紧张。我们去到那边，中毒患者这里几个，那里几个，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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啊，痛啊，昏昏沉沉，护士这边打完针，又过那边。救护车来了，我们就帮忙处理了十几个。那时候我们用阿普吗啡，是催吐的，我也就是第一次用那么大量的。我们中医学院的学生也会用西药的（大笑）。四清工作队也表扬了我们一番，没有死一个人。我采用的治疗方法就是催吐，体会到了阿普吗啡催吐的效果了不得。假如我没有学西医，没有思想准备，怎能应付这些？学到的东西要敢用。我还抢救过一个病号，真的已经濒临死亡，是支气管哮喘，七八岁了，每天都来打针。有一次他打完针以后，嘴巴痛，一看口唇发黑了，眼睛翻白了，我马上过去一听，心脏停止了。真的把我吓坏了，他妈妈也在场，我也在场，那时候叫救护车，找人家来会诊？根本不可能考虑的了。那时候中午，我一个人，药房一个人，护士一个人，我就立刻跟护士说：肾上腺素，快，越快越好！那时我亲自跟他打，听呼吸，直接插到心脏里边了。抽到有回血，那个时候啊，我也不考虑那些危险啊，法律啊，后果等等。按摩几分钟后，小孩子恢复呼吸了，那时候他妈妈流眼泪。小孩抢救回来了。那时候不存在一次性针筒，打青霉素是固定的针筒，打链霉素是固定的针筒，就换针头不换针筒。但是因为情况很紧急，我就叫护士别管感染不感染的问题了，直接上肾上腺素，时间很重要啊。十年八年前我到他家，他儿子好大了，现在已经40多了吧，抢救他的时候我是20多岁。他妈妈叫我去她家吃饭，对他儿子说：“他就是你的救命恩人。”这句话确确实实啊，我敢领了。这个事我印象很深。医生要承担风险，这个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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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考虑个人责任，个人风险，那这个病号绝对死亡。当时我可以请医生加入会诊，这样我的责任就很低，可是病人就没有了，时间不允许啊。当时在我们学校公开的会上，包括书记，校长在内，将这个案例作为医疗纠纷的讨论例子。现在有医疗急诊导致的医疗纠纷，假如那时有这个的话，而且在我脑子当中很深，我这一针不敢打下去。肾上腺素本身就能致死的，我打到心内去，是你这支针打死的，还是过敏死的，说不清，谁给你作证啊？我说这条法律，对医生是个束缚，对病人好像带来了保护的作用。实际上从我这个事例来说，假设我医生有了这个概念，我要承当法律责任。那你告我，我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，这一针我敢打下去吗？我会打在手臂上，心脏都停止跳动，打在这里有用吗？公开场合我讲了无数次了：这条对医生，对护士不利，对病人也不是全部有利。医生一束手就麻烦了，医生想到先保护自己就不敢用了。怎么办？请会诊，大家共同负责？所以西医的知识确确实实要学，而且要学好。近年医疗纠纷很多，这条很重要。
记者：教授，这张照片是在什么时候拍的？
教授：这张是我带我校文献班的学生实习时照的。
记者：教授，我们知道您当年有份参与文献班的开办。那时候开办这个班，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之类的？
教授：遇到的困难就多了。教材，没有现成的教材，唯有自己来写，那你写教材，就要自己找资料，连课时都要自己来定，上多少课时，教材的内容，有一些我们仿照北京的一些书，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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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我们查找中央图书馆，找那些图书比较专长的，找他们来编。那个时候，也说不上成功或是失败，反正就是摸索。我们南方还没有吧，整个南方都没有，那就是自己摸索了，至于成功失败就留给后人来评论了。我们就感到假设这些书写出来，去到社会上工作用得上，能够跟人家比，那就我们成功。如果去到哪里人家都不要，哪里都比不上人家，那就我们还要进步。当时我们第一届取得的成果挺好的。
记者：文献班是什么时候？
教授：1985年
记者：开文献班的第一天，您是要讲课的吧？那天的感觉怎么样？
教授：第一天讲课，很小心很小心，因为怕讲错，因为中医文献那东西太多太复杂了，很多自己都没有经历过的，有些半知道半不知道的，只能慢慢摸索
记者：当时是怎样招生的？也是要高考那样吗？
教授：一样啊，一样高考啊。
记者：现在好像没有这个班吧？
教授：没有了。现在经济社会，文献是不开的。那些不吃香啊，跟我上课的那些老师就说，你出那些古书，谁来买啊？价值多高，又怎么样，政府承认你，学术界承认你，好像那个马王杯出土的那个，世界有名的啦。去鉴定的那个人，也是姓马的，他都来跟我介绍。他讲中医文献的，哪一本书是属于哪一个朝代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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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了几次，现在这个版本在哪里，他讲出来，没有哪个不对的。有一次他问我，谁台湾有亲人的？台湾有一个版本在这里没有的，后来我就找我的堂兄，在台湾弄过来，你说，他能专到这个程度。
记者：当年文献班开了多少届？
教授：我们那届招完以后，等到毕业分配结果怎么样，中间停了一年两年，再招了一届，之后就没有招了。
记者：是几年制的？
教授：五年。
记者：毕业分配结果怎么样？
教授：第一届的分配得结果很好啊，出版社。
记者：因为人少吧？
教授：对啊，所以我们那时就说，没有不行，多也不行。多往哪里放，没有也不行，国家很多文献的东西慢慢会没有人搞，慢慢会绝种。
记者：这么多照片中，您对哪张的印象最深？
教授：应该是这张，我在梅县实习时照的相。说起这个，我有一个体会。当时我大三了，在那里见习了四个月。体会是什么呢？梅县中医药不是特别强，很一般，当时医院很放手。我们大概见习一个星期之后，医院就同意我们开处方，但是医生就看着我们干。我们就觉得每天能遇上一两个病例，晚上就自己回去写病案分析和开处方，然后跟老师的处方相比较，得到很大启发。有些处方很成功的，我就记下来，并写上自己的体会、自己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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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；有些处方治疗效果不好的，我也写下来，然后再写上自己认为能改善治疗效果的处方，之后给老师看，听听老师的意见。这样做下来，我觉得受益匪浅，能真正把学到的知识运用起来，那个本子我一直留到大学毕业。但是很可惜，毕业以后，不知怎么的把那个本子丢了。后来，我到省中医院毕业实习的时候，见习期间的锻炼给我写病历带来了很大的好处。中医病历很多都是文字功夫，跟现在的病历很不一样，要求自己写出下这个诊断——望、闻、问、切的诊断依据，治疗原则，并且要将它们和处方原则串起来，能自圆其说，先不管治疗效果怎么，起码能有条理的说清楚。我发现原来见习时下的功夫没有白费，在实习期间写病历能很容易就用起中医的名词术语、表述方法等。所以，我觉得见习也好，实习也好，当时下功夫了，对以后的工作很有用。
记者：您曾经发表了一篇《中医完整病历书写格式》的论文，您是不是因为有这段经历，所以就写了这篇文章？
教授：对。其实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带一些呼吁性质的，希望医生写病历的时候能自圆其说，有前因后果。一个病人可能有几个病症，要懂得这些病症的先后顺序，主症摆在前面，兼症摆在后面。起码，你的处方原则要跟你的诊断相匹配啊。要写好病历是很复杂的。我当时在省中医院实习的时候，我们同学之间就分组跟不同处方派别的老师，然后晚上我们互相交流，互相学习。我发现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一套处方原则，对特定的病人有特定的疗效。作为中医生，必须积累经验，才能慢慢形成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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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的一套处方原则。我当年在湛江实习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同学，他很高大，满面通红，浑身发热，那时老师就用了桂枝汤。我当时很惊讶，湛江地区那么湿热，还敢用桂枝汤？结果，那个同学喝完之后，出了一身大汗，第二天就好了。我就有个体会，就是辩证准确的话，可以大胆用药。我在那里还学了很多处方原则。
记者：当初您在某个杂志上写了一个寄语，具体是什么呢？
教授：那句话是这样的：病原体是生物，人也是生物，杀灭病原体的同时，不要忘记人类自己，否则要反思。这句话是说病原体和人类都是生物，我们要尊重自然规律，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胡作妄为。希望你们也能深思这句话，对作为医生的我们，对于生命和病原体之间的关系，会有不一样的理解。
记者：最后，教授您谈谈对我们中医学生的寄望吧。
教授：不要动摇专业思想，在这种形势下，很容易动摇到底中医有没有用，应该说好多中医学生都是这样的，我说我们的专业思想是够巩固的了，体会当中。我们学了中医西医，我们出去搞中医又搞西医，西医抢救我也经历了不少。很危重的，疑难的病症我们经历了不少。这时候我们不觉得吃亏不吃亏，还是自己在那方面用用脑子，总结东西，走到去外头就不会好像在人家面前抬不起头，在人家西医面前抬不起头，现在有不少这样的：问你有多少奖金啊，那个单位啊？现在经济问题来了，跟着其他问题也来了，专业思想要巩固，我认为这是担忧，我担忧专业思想不巩固。现在写病历打钩的，什么辩不辩证，都是如此，电脑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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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方，搞个光盘进去，你也用我也用。每个病人都用中药西药，中药是次要的，西药是主题，为什么?经济还是主题啊。一天开几十块的钱处方给病人，你们这帮医生是不是疯了，中药是附属的，所以我们觉得有危机。我们预感到中医的危机，但是从另一方面说，就像前面讲的，人是生物，病原体也是生物，从这点来说，中医还是大有作为。走来走去走到死胡同里面了，中医出来露两手，就像非典、甲流。所以我在几次大会上发言说将来还会有不是非典的非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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